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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0 月 2 日晚 8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作为国庆十五周年的献礼作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
演出。作为新中国一部重要的文化精品，也是举国体制打造
的一部国家仪式经典，作品引起轰动。在经历了西藏和平解
放、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
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创建人民公社、向苏联
还债、三年自然灾害、反对修正主义等政治经济社会运动
后，新中国在困难重重中摸索前行，亟需一个具有历史意

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国家仪式”凝聚人民的意志。史
诗《东方红》正是以民众的历史主体性力量和具有浓郁民族
性的中国文化基因被群众认同并接受，尤其在 1965 年被拍

成艺术电影走上银幕后，举国关注，传播盛况空前。作品在
完成其生产初衷———展现中国革命历程和表现毛泽东思想
的基础上，延续着整个革命时期关于历史、革命、阶级、民
族、国家等宏大主题的进一步叙述，同时也是一次最为集
中、突出和典型化、标准化的叙事。其实际上承载着进一步
建构历史主体意识、形成阶级意识、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等
原旨，从而最终实现打造革命话语下的价值共同体功能。改
革开放以来的“后革命时代”，史诗《东方红》继续以各种各
样的形式被传播和记忆，不仅作品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集

体记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而且观赏活动也成为这些记
忆的载体。
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群

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①西方公认的文化记忆
理论奠基者简·奥斯曼说：“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
向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

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的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②

拥有文化记忆的群体 / 主体具有时间的有限性和变化性，

但是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作为载体

固定下来，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

传统代代延续下去。那么，在半个世纪的传播历程中对史诗
《东方红》的记忆在建构价值共同体中具有哪些意涵、价值
和作用呢？

一、体制化生产下的集体记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具有政治使命、时
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又是国家体制下的艺术家和人民大众

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是一部集政治性、民族性、大众性、审
美性、时代性于一身的经典文化产品。”③从构想到排练到演
出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组织化的、体制化的审核和运作。无
论宏观布局、指导思想，还是排练具体事项、具体细节都经
过严格指导，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担任“总导演”，并成立专
门的领导小组。这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帅，举国之力的体
制化机制，体现出了革命史诗集体记忆形成背后的话语权

力。这也正是《东方红》日后成为政治文化典范，成为记忆符
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史诗集体记忆与受众的个
人记忆形成呼应，极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心理

结构，因此极易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基于个人记忆集
合而成的集体记忆，同时也为个人记忆提供了文化框架。史
诗《东方红》作为文化集合体，既保留了艺术经典又适时进
行了创新，还借助和依赖艺术化的综合方式对历史记忆和

集体记忆进行系统整理，延续和谱写正统化的历史叙事，更

加自然而然地深入人心。
（一）个人记忆共鸣与集合下的集体记忆
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一书认为，社会存在一个所
谓的“集体记忆”或“记忆的社会框架”。个体的记忆经常通
过社会的文化框架来理解，能否唤起什么记忆，以什么样的

方式来记忆，哪些记忆被彰显和延续，哪些记忆是不正确的

且逐渐消泯，何种新记忆得以产生等等，都取决于这个社会

史诗《东方红》记忆与价值共同体及传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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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的框架。史诗《东方红》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
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
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从事革

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历史的创伤和现实的解放是中国人
民共同的现实经历，《东方红》以史诗的形式不但勾连缠绕
着不同时代的群体所处的具体语境及其“生活的全部方
式”，而且再现了这一集体记忆，成为了“国家要独立、民族
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毛泽东语）的经验与知识的存储器。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苦
大众”获得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生活”，终于慢慢
认知了“翻身解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都唤起了新中
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意识，并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存在。
可以说作品承载着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
命”的阶级记忆和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族群
记忆，构成了新中国民众的“想象共同体”。人们通过观看史
诗《东方红》，革命时期的符合集体记忆“框架”下的自身记
忆被唤醒，历史参与感增强，并强化着他们在革命时代的历

史主人翁意识，并从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认

知，即首先表现为身份意识、主体意识、阶级关系等认同建
构，进而得到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一种共同的历史记

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拥有一种较为同一性和普遍性的
文化心理结构。
（二）经典与创新的文化集合体
史诗《东方红》并不是原创性和独创性文化产品，而是

通过对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

歌曲和新民歌进行选择和编排，加上新写新创的一些节目，

组成了一个超大文本。其中的经典作品《工农兵联合起来》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
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等，凝聚了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革
命感情和集体意志，唤起人们对过去斗争生活的回忆，鼓舞

新的革命热情；《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
量》《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歌曲，是建国以来最受群众欢迎、
具有强烈时代感和革命精神的作品；同时，还新创作了一些

歌曲，如《伟大的祖国》《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全世界
人民团结起来》等。
这些经典作品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而不

同时代的文化符号勾连着的是已经积淀在特定时代受众心

中的集体记忆，比如过雪山草地、“九·一八”抗战时期的苦
难东北等等，在人们心中再一次被激活，引起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不同经历的人们更深层次的共鸣，使人们的集体记
忆一次又一次被强化。
（三）艺术化的集体记忆
史诗《东方红》作为我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开山之

作，且当之无愧地堪称巅峰之作一直被称颂，深刻体现了中

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意识、历史叙事和美学特征，同
时还注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实现了艺术与历

史、文化与政治、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具体来说，史诗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多种艺

术形式的巧妙运用：

1、鲜明的形象。黑格尔美学体系将形象作为一个重要
概念，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特质是形象鲜明性和感官性。
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将形象性作为艺术区别
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标志，认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发挥美学力

量的基本。史诗《东方红》的鲜明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一是真实呈现史诗本质，并且通过典型化、强化、夸张、
变形等艺术手法使舞台形象更加鲜明；二是这些鲜明的艺

术形象灌注着“生气”；三是鲜明形象建构的背后无不投
射着创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因素，既是他们真情实感和

生活经历的艺术化演绎，也是他们主流政治文化价值的

强化。
2、鲜活的场面。作为一门综合舞台艺术，《东方红》充分
调用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重要斗争场面，总体上构成了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各场面既有

相对独立性，又有内在逻辑性，再现了中国现代革命波澜壮

阔的历史洪流。鲜活的场面加上鲜明的形象，愈发突出了那
些被讴歌的历史主体的伟大形象。
3、生动的情节。《东方红》生动的情节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内容方面，即构成若干情节的诸多事件反映了旧

中国当时的真实社会现状，以及中国民众为摆脱现状而进

行的种种反抗斗争，社会内涵丰富且具有震撼性；二是形式

方面，即情节中的人物社会关系明确、情节真实且符合环
境、具有生动性等等。
4、大歌舞形式。《东方红》以音乐舞蹈艺术为基础，音乐

包括歌曲、演唱和演奏等方面的创作。采用了大合唱、童声
合唱、表演唱、独唱等多种演唱形式。一千多人同台大合唱，
民乐队和西洋乐队融合的大乐队演奏令人耳目一新，舞蹈

综合创新了西方舞剧、民间元素和民族风格。这是社会主义
文艺创作“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具
体实践。
刚劲有力的艺术语言、恢宏的艺术结构、热情奔放的艺
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壮美的美学风格，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

主体地位。史诗《东方红》的整个演出过程呈现了中国革命
斗争艰苦卓绝，广大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民众不屈不挠、前
赴后继的抗争最终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预示着社会

发展的方向和正义的最后胜利，展示出社会生活崇高的美

学特征，尤其凸显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大。①

二、仪式化下的文化记忆

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大制作的庆典仪式，但是与阅兵
仪式、领袖讲话、集体宣誓、国歌升旗等其它纯粹的仪式类
媒介不同，其中有大量的歌词、朗诵词等文字类媒介。这样，
史诗的文本既具有仪式类媒介带来的庄严感和崇高感，又

拥有文字类媒介赋予的形象和情感的想象及激情，成为了

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记忆。
（一）文化记忆的仪式化
文化记忆往往是在集体共享和交流过程中得以建构

的。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文化记忆
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的文化认同性问题。②在阿斯曼之前，法国哲学家哈普瓦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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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有关记忆的理论和集体记忆的概念。他们都发现：文
化记忆往往在集体观看、交流和传播中形成，具有集体统一
性的记忆特征。时值建国十五周年之际，人们从各地汇聚，
集体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你在容纳两万多人的
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一起观看《东方红》时，现场的那种
氛围是其他观看形式无法企及的。那种热烈、雄壮、沸腾让
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狂热和沉醉。”③那些有幸到人民大会
堂观看演出的观众，他们与史诗的交流是一种立体的、直观
的、真实的、在场的形式，并且深受现场浓厚的政治和文化
氛围浸染。这个“场”便成为文化记忆最原初、最坚实的根基
和内核。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还论述了文化记忆
形成的玄妙，认为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不是群体中不同个

体记忆的简单总合。文化记忆的形式是一种符合文化阐释
框架下的选择和建构，一个人的回忆，亦即记忆内容的激发

和唤起，往往需要他人记忆或某种场景、符号的触发。史诗
《东方红》文化记忆的建构，更多是在集体活动和集体交流
中产生，更多具备集体性的文化结构。红色符号和场景的再
现让人们感受到了集体的存在，加之被革命精神和爱国主

义所浸染，被浓郁的崇高气氛所包围，情感得到震撼，心灵

得到净化，庄严感和神圣感油然而生，不知不觉达到了一种

仪式化的传播效果。
（二）仪式化下的民族想象共同体
传播是一个符号和意义交织而成的系统，传播过程则

是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或使用的社会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这个过程
因之而成为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④史诗《东方红》以形
象化的文本和仪式作为载体，通过文化形式的语言（诗歌、
音乐、舞蹈、美术等等）展现中国革命历程，展示中华民族从
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历史轨迹，强调了“工农兵为主体”的“人
民”的群体身份认同，这样，就使史诗的文化记忆在三
级———记忆（共有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中相互联系
并逐渐建构起来。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
的传播与散布》中认为，民族想象是文化的,是“人造物”。
《东方红》作为一种叙事性文本，通过不同画面的顺序和组
合呈现了不同的能指和所指，这些具有意义的画面让观众

在同时观看中达到情感共鸣，完成民族想象的生成。因此，
《东方红》的传播过程，也是人们共同参与意义建构与共享
的过程。
“从仪式的起源来说，远古的先民们借助一种集体性的
典礼、庆祝、舞蹈等仪式活动，从而获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和群体认同。仪式通常被视作一种标准化的、表演性的、象
征性的，由文化传统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一种沟通和维

持群体活动的途径。”⑤根据戈夫曼的场域理论，当人们参与
到仪式中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场”。在这个“场”中，人
们按照特定仪式共同建构和分享特定的意义而很少受到外

界的干扰。仪式具有清晰的时空标志和高度的象征性。“共
时性”是仪式的必要条件，也可以有效地唤起人们作为中华
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全民性一体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人
们，因为有了史诗《东方红》这一共同观看对象，从而营造了
一个消泯了时空界限的“场”，置身于这个“场”里，演出活动
不再只是信息传受的过程，而是成为了一种仪式。在“中华

民族”“炎黄子孙”这一共同身份认同下，在文化、心理上结
为一个“共同体”，从而塑造了文化上的认同。

三、多重同构下的价值共同体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也指出,一切
历史都具有当代性。这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掺杂着
一定的现代性和刻意建构的。因此，历史记忆不是对过去的
简单复制，而是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具有共同性

的。在革命年代，史诗《东方红》高度“统一”和“同一”的情感
结构体现出了共同的历史意识、精神旨归和价值共识。在后
革命年代，“《东方红》的传播，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生产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记忆背后深层的话语———符号权力
的运作和来自个体和群体的历史现实感、多元话语的复调、
新媒介的抵抗……多重元素相互交织，相互争夺，使《东方
红》的传播呈现出不一而足的繁复景观。”⑥史诗的流变历程
勾连着不同时代语境下建构的记忆。正如阿斯曼强调的，文
化记忆总是把其知识联系于实际的和当代的境遇，文本、仪
式、意象等等只是提供了潜在的、本身并不静止的一个视
野，其真正呈现出来的意义，需通过从当代视野出发的传播

而得到协商。
（一）文化记忆的多重同构
从事件的传播过程来看，史诗《东方红》从生产到传播、

接受，再到大众传媒的介绍评价等环节，都体现了文化记忆

是在社会多重力量的张力下共同建构的。
1、媒体对受众记忆的建构。集体记忆一部分来源于媒
介文化。媒介文化和一切媒介产品或者文化产品一样，向
我们展示的是所谓的符号世界，李普曼所说的“脑海图
景”。换言之，这里所谓的符号世界、媒介现实或媒介环境
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伪现实”，是我们对真实社会有选择的
记录、解释和重构。后马克思主义重点揭示了西方媒介为
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以批判的视角，认为

媒介以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一种让劳动

阶级不知不觉甚至是感到很合意的方式，使有产阶级对劳

动阶级的政治操控和经济剥削合理化。⑦集体记忆另一部

分来源于个体经验，包括各种亲身观察、感受、认知和行动
等等。在史诗《东方红》演出初始，刺激记忆的一个重要方
式是媒体，媒体既对客观事实进行报道，同时也积极参与

记忆的建构和文化的表征。可以说，媒体的积极介入不断
地建构、强化着史诗的记忆。媒体和社会如此看重史诗《东
方红》，“是因为记忆可以作为‘社会水泥’，作为一种黏合
的力量，起到持续、团结的作用。”⑧有学者认为对文化记忆
的研究，其实质是“一项社会史研究，如果忽略了上层建筑
自身的建构，忽略了集体超越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就必然

会庸俗化。”⑨而“媒体对于形成民族身份，连接民族成员、
民族经历以及共同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⑩“革命史
诗《东方红》内容建构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介产品建构上层
建筑，使大众得到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一种共同的

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拥有一种较为同一性和
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輥輯訛

2、政治力量的促成。《人民日报》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对
《东方红》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不仅时间跨度大、篇幅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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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多、而且所涉及的人物、内容和体例也十分丰富。尤其围
绕其生产和传播过程，建构了一套全方面、多层次的叙述话
语体系。我国主流媒体的另一个功能是党的“喉舌”和社会
的“耳目”，其所反映的是政治利益，在政治与文化、国家与
民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充当着中介，尤其更自觉地倾向于前
者。严格地讲，与其说《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主动承担建
构政治记忆的功能，还不如说是政治力量更为自觉地对承

载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记忆进行严肃地、郑重地导引和唤醒。
《人民日报》是史诗《东方红》文化记忆初始形成的重要媒介
力量，与此同时，其它多种媒介形成联动，几乎在同一时间

内予以共同关注、相互配合，设定议程、建构认同，显示出
“同向”的话语力量。媒介联动扩展了《东方红》的传播力，凸
显了其政治和文化价值，有效地为其长久而稳定的文化记

忆奠定了坚实基础。
3、同一框架下的多重同构。当然，《东方红》自身潜存的

“意义的结构”，在作品成熟的过程中就已经构成了文化记
忆多重同构的框架，使受众在理解文本、历史和现实时、媒
体报道编辑和设置议程时、文本生产在构想和实践时，都能
够纳入到共同预设的框架之中。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
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

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
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輥輰訛虽然个

人经历和知识有差异，每个人形成的框架不可能完全相同，

但是在“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大多数中国
人有着惊人一致的经历和感受，所以社会、媒体和文本遵循
的革命框架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并对人们行为和日常生活

产生影响，同时被媒体进一步放大。在当时，主流文化主导
着记忆资源，基本上基于同一性的记忆框架，或者是这种主

导的记忆框架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这里没有所谓记忆的分
歧。史诗基于革命框架的文化记忆一旦形成，很快化为现实
力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强化
这些文化记忆，以致那个年代的受众关于史诗《东方红》的
文化记忆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理图式中。
（二）革命话语打造的价值共同体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记忆一个重要的功能或义

务是“与一个规范化的群体自我意象的关系造成了一个清
晰的价值体系与意义分化，它们结构了知识的文化供给物

和符号。”輥輱訛它联系于一个规范化的、清晰的、等级化的价值
与意义体系，并且供后世作为文化价值遗产，提供文化记忆

中的价值规范和知识约束，让其依赖如何在这一自我形象

的生产、表征、再生产中发挥作用。简·奥斯曼认为，“保存于
文化记忆中的知识的约束性有两个方面：存在于教育的、文
明化的、人化的功能之中的构成性方面；以及存在于其提
供行为规范的功能之中的规范方面。”輥輲訛史诗《东方红》的精
神价值既有人文主义层面的，它指向全世界所有被压迫、
被剥削民众的自由和解放，亦有意识形态规范层面的，它

重构了一种全新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建构了一个人民群众对民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价

值共同体。
史诗作为一种特殊的庆典文化，在建立民众的文化主

体性与文化认同方面，通过以下五种具体功能得以实现：

一是信息沟通功能，展示的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国

革命史，可谓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二是社会整合功

能，以独立、平等、民主的现代视角解读中国革命史的意
义，支持现存权力结构和执政党及其领袖的合法性，统一

思想，制造舆论；三是延续文化遗产功能，呈现民族化、群
众化、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主流文化风格，促进并保持“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四是娱乐功能，富含
美学要素，雅俗共赏广为流传；五是促进新的政治运动、强
化民众团结。史诗将昨天、今天和明天三个历史坐标串连起
来，既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又展现毛泽东思想的持久生命

力，还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教育、鼓舞和启示等强大
社会功能。
（三）新世纪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的价值共同体功能
2011 年，我们对史诗《东方红》在当下的接受效果做

了一系列实证研究。通过访谈、问卷、观后感文本解读、小
组聚焦讨论（QQ 聊天）的形式，与不同群体受众进行对话，

并进行文本解读、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力图全面而真实
地呈现和揭示出史诗《东方红》文化记忆的图谱。輥輳訛大体来

说，被调查者们对史诗持正面评价的占大多数，其中很大

比例是 50 岁以上受众。这反映出公众对史诗背后价值体
系的认同，说明革命遗产对现代民心仍然发挥着凝聚作

用；同时也发现史诗的文化记忆在当下一部分受众中对于

同一性的肯定认同、情感与态度、评价呈现多层性流散趋
势，甚至分歧很大，存在对立性话语之争。综观当前社会对
于革命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疏淡的现象，我们不得不
强调当下社会精神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失广泛认
同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转型”带来“文化与社会生活许多层面的断裂”。輥輴訛

人们既不关注未来，也不关注历史，而是过度关注“当下”，
被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紧紧包围，社
会广泛遵从的向真、向善、向美核心价值观被削弱。而社会
核心价值观的混乱有可能带来社会分裂和动荡，因此当下

最为迫切的时代使命是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要
稳定，社会要发展，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认同、接受和践行
社会核心价值观。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1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2012 年，十八大正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

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建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一般包
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

基本方式便是把过去重要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回忆用某

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

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

这些对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记

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
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
的职责。輥輵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需要充分发挥文

化记忆“凝聚性结构”的职责。史诗《东方红》在当下仍然微
弱地发挥着承载多数民众文化记忆的功能，但这种价值共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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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其蕴含的诸如“平等、公正、爱国、敬业”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仍然能够在新时期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这
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并研究史诗《东方红》类似的时代经典
的传播价值。在全球化浪潮裹挟下，我们尤其需要以文化自
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姿态来合理挖掘和利用好革命文
化遗产。■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Paul Connerton,How Societies Remember,Cambridge: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1989.

② 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e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Spring-Summer,1995),pp.

125-133.

③⑥輥輯訛黄卫星：《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1964）》，载自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186 页、第 193 页、第 194 页。
⑦马克思主义认为美的根源是社会历史实践。崇高是人与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创造崇高的美。
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壮美与优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美的两大基
本形态，二者也代表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古典美学非常强调壮美与优
美的对立统一，认为它们不是绝对对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互相渗透、融合。
如刘熙载所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之不可以为
书”，“淡语要有味，壮美要有韵，秀语要有骨。”这说明壮美与优美是统一而
不可分的，必须互相渗透于同一个艺术作品中。也就是强调力与韵、雄与隽、

刚健与婀娜的统一。
②参见 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s Ged?chtnis.Schrift,Erinnerung and

politische Identit?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ünchen:C.H.Beck,1992.
③2011 年 1 月 6 日接受作者访谈时《东方红》编导之一邢德辉描述当
时观看的情景。
④⑤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当代传播》
2010 年第 3 期。
⑦参见 Althusser,1971;Gramsci,1971;Marcuse,1964。
⑧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和磊

编译自 David Gross,Lost Time:O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the late

Modern Culture,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chusetls,20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52 页。
⑨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3 期。
⑩ Mosse·G·L,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31.

輥輰訛社会学家戈夫曼将“框架”引入社会学领域，后来又被引入大众传播
学的研究之中。
輥輱訛輥輲訛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10 页。

輥輳訛进行人物访谈和问卷调查时有意识考虑到兼顾不同群体的受众面。
例如从 1930 年到 1990 年出生的不同年龄段的对象，从小学到博士不同等

级的受教育者，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者，被调查者的民族、区域、职业、性别等
方面的区别和代表性都是要全面涉及和考虑的。
輥輴訛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3 年版。

輥輵訛黄晓晨：《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 6 期。

与政府机构一道防范和打击恐怖分子。
（四）分化恐怖组织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强调“攻心为上”的原则，以各种计
策分化敌方阵营，消解敌人战斗意志，不战而屈人之兵。当
今社会，利用大众媒介主动地向恐怖组织传递相关信息，促

使其组织成员发生内讧，从而瓦解分化恐怖组织。
对于恐怖组织的核心成员和胁从分子，可以通过媒介

有策略地进行政策宣导，既让他们了解自己行为对社会的

危害性，又让他们明白只有脱离恐怖组织、停止各种违法活
动才有生机与出路，不断削弱恐怖组织的团队意志，分化恐

怖组织群体。
对于恐怖组织盘踞地区的普通民众，通过大众媒介的

报道，揭露恐怖分子暴行以及对本地区、本民族造成的严重
伤害，特别要将恐怖主义与宗教信仰区分开来，让普通民众

认识到，任何暴力恐怖行为都是反人类的，是不得民心的，

从而铲除恐怖组织滋生的土壤和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末，
在俄罗斯军队围剿车臣武装的时候，媒介反复强调俄罗斯

政府的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恐怖分子彻底消灭；同时
宣称政府不是在与伊斯兰教徒而是与恐怖分子作战。这种
将恐怖分子与车臣民众及伊斯兰教徒区分的信息，对于缓

和当地民族宗教矛盾很有好处。

四、结语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大众媒介有时可能会不

自觉地成为恐怖组织利用的工具，最终使国家和民众利

益受到损害。因此，大众媒介要不断完善应对恐怖袭击
事件的报道预案，利用各种宣传心理战策略，把握信息

传播的主动权，更好地配合国家反恐战略，维护国家的长

治久安。■

参考文献：
①邵培仁：《恐怖源于媒体？ ———媒体恐慌论介绍及启示》，《新闻记
者》2007 年第 6 期。
②何晶：《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国际新闻界》2003 年第
4 期。
③[英]苏珊·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穆木、若莳：《面对恐怖袭击事件的境外媒体》，《新闻记者》2001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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